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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治理”: 城市管理的范式革命

———评《“花园城市”的“管”与“治”─新加坡城市管理的理念与实践》

余敏江

【摘 要】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

着城市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尽管数字化城市管理在我国方兴未艾，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将信息系统纳入

现行的城市管理轨道，既没有实现管理理念重构，也没有创新管理机制与流程。新加坡 50 年来的城市管理实

践大大颠覆了城市管理是对城市居民需求的滞后性回应的固定思维。新加坡通过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技术和信

息技术，预判未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对城市公共服务的诉求及其变化趋势，从而提前规划和布局城市的软

硬件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了城市的“超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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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北京市东城区首创了“网格化”城市

管理体制，这一“数字化”管理模式开启了我国城

市管理的新时代①，如今“网格管理”、“数字平

台”几乎成为城市管理的“标配”，更有甚者将这

一模式上升到“智慧城市”的高度。然而，仔细剖

析不难发现我国现行“数字城管”的核心无非是

通过密布于城市角角落落的探头以及穿行于城市

街头巷尾的协管员“无缝隙”地将城市的全景图

像集合到控制中心的数字平台中，且不说这一模

式大大增加了城市管理的成本，使机构更加膨胀，

仅从管理理念而言丝毫没有改变应对式的城市管

理模式，只是在技术发展的驱动下更新了管理手

段，换言之，所谓的“创新”仅仅是“以一种提高效

率和能力同时维持现状的方式，将信息系统纳入

现行的轨道”［1］，并没有丝毫改变城市管理一贯

的理念与方式。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

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管理者也将面临着层出不

穷的新问题，迫切需要认真思考城市管理中那些

更深层次的内容，如管理理念、管理机制以及流程

再造等。《“花园城市”的“管”与“治”─新加坡

城市管理的理念与实践》( 以下简称《“花园城

市”》) 一书以新的视角全面透视了全球城市管理

的典范─新加坡城市管理的理念与实践，创造性

地提出了城市管理新的制度框架─“超前治理”，

这一城市管理新理念为备受“城市病”困扰的我

国城市管理者开出了一剂良方，值得研究中国城

市化和城市管理的学者和实践部门细细研读。

一、城市管理研究的历史流变: 文献回顾

城市管理的研究随着城市的发展日渐深入，

在我国学术界，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城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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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文献只有数十篇，而到了 21 世纪出现“井喷

式”增长，2010 年以后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献更是

超过 1000 篇。这些研究主要围绕城市管理的内

涵、城市的公共服务以及城市的社区管理等领域。

在 2000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间，研究者关注的焦

点主要是城市管理的内涵和体制，关于城市管理

的“大”“小”之争、管理体制之争一直甚嚣尘上。

相较而言，国外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研究发

轫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90 年代开始

研究日渐丰富，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是城市管理的

内涵，虽 然 这 一 争 论 至 今 尚 未 趋 同 ( Obeng －

Odoom，2012; BACLIJA，2011; Werna，1995 ) ，但是

西方学者对城市管理内涵的认知还是有了一个总

体轮廓，尤其体现于 McGill( 2001) 开发的城市管

理清单。《“花园城市”》一书详细而又充分地综

述了既往研究，给读者展示了城市管理研究的全

息影像，这在我国学术界尚属首次。借助于充分

的文献综述，作者摈弃了既往文献常用的局部观

察法，根据城市管理的本质特征将其定义为: 城市

政府为城市居民所提供的软、硬两方面的公共服

务，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1． 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和

管理; 2．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3． 城市

的社区建设与管理; 4． 城市基本的社会服务供给，

包括社会福利、健康和安全等。这一定义透过现

象揭示本质，同时又凸显了城市管理的时代性，大

大超越了以往“盲人摸象”式研究的局限，为相关

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框定了相对清晰的领

域。

进入 21 世纪以后，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城市管

理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城市可

持续发展困境，研究涉及城市污水的管理系统和

管理机制( Suriyachan，etc，2012) 、城市政府应急

管理系统中的跨部门合作 ( Kapucu，2012 ) 、如何

投资并改善城市贫民区的卫生设施 ( Scott，etc，

2013) 以及城市应对各种灾害的能力 ( Ｒomero －

Lankao，etc，2014 ) 等问题。如今，随着现代管理

技术和高科技的发展，城市管理的技术含量越来

越高，城市管理日益走向科学化，相应地，城市管

理研究的方法论也在不断创新。徐林、卢昱杰

( 2016) ［2］按照研究的问题域和方法论两个维度

将国际上关于城市管理的理论研究划分成三个阶

段: 研究探索及提出阶段、研究完善及拓展阶段。

研究跃迁后的“新范式”阶段，研究的问题域从

“以物为重”到“以人为重”，更加关注城市发展的

可持续性和城市中“人”的生活品质; 研究的方法

论则从相对单一的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方法发展

到融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管理科学方法、社会科

学方法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城市管理的新近研究更趋技术化，这进一步

说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技术在城市管理工作

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

城市管理的水平和效率，特别是日新月异的信息

技术对于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作用更加凸显。

“地理信息系统( GIS) ”( MartI'nez，2009) 、“信息

与通讯技术( ICT) ”( Njoh，2012 ) 和“数字化和知

识管理”( Baud，2014) 的应用使城市管理逐步走

向数字化和智慧化。尽管城市管理的研究和实践

对技术的重视与日俱增，Ｒakodi ( 2003 ) 还是强调

从本质上看，GIS、ICT 等都只是工具，其作用的有

效发挥取决于城市管理的理念、管理水平和组织

能力。管理作为重要的技术手段其作用丝毫不能

被低估，传统管理学的管理科学理论、运筹学( op-

erations research) 理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等方法也大量应用于城市管理实践，如 Achillas

( 2011) 等在减排策略决策过程的研究中创新了

“多标准优先顺序决策”的研究方法。

在治理理论兴起的时代，研究者更加强调通

过机制建构促进公众有序参与到城市公共服务的

递送过程中，Baud 和 Dhanalakshmi( 2007) 通过对

参与其中的政府部门、公民社区组织访谈，并以现

场观察到的服务水平为因变量，考察了城市地下

排水系统投资中的不同参与格局下多方利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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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何互动导致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作为城市

“细胞”的社区近年来更是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

如 Ｒoman' czyk 等( 2015) 就提出在城市社区的基

层建设中，应该由邻里共同提出设计方案，参与招

标过程和方案的实施; 提升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

满意度现今已然成为城市管理的核心目标，居民

也不再是社区建设的被动接受者，活跃于社区的

志愿者可以通过社区社会组织( CBOs) 参与其中，

并在工程鉴定、材料采购和劳动力供给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Minnery et al，2013 ) 。当

然，这种参与会因社区的动员能力、社区社会资本

的不同而不同，Zhai 和 Ng( 2013) 就以西安鼓楼回

民区回民与政府的斗争为例，讨论了社区社会资

本对社区参与效果的影响。

诚如《“花园城市”》一书的作者所言，如今的

城市治理早已超越单一性和物理性，探讨如何为

城市居民提供可持续、综合性的硬软件公共服务，

最终实现城市公共服务“物”的可持续性、智慧性

和城市中“人”的多样性需求以及二者的统一，城

市管理的研究也应从以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方法

为主的单一的方法论逐步过渡到融科学技术方

法、经典的管理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于一体

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呈现出复合、多元

的特点［3］。现代管理技术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促进着城市管理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城市管

理更加科学化，智慧城市、知识城市 ( knowledge

city) 的概念悄然兴起，在其建设过程中，最重要

的无疑是技术与创新( Van et al，2007) 。但是在

城市管理技术手段创新的研究中，多数文献还是

更多地聚焦于具体的操作层面，关注点主要在于

技术如何改进城市管理的方式和手段，而对技术

如何影响城市管理的理念和行为逻辑研究较少，

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工具理性”的窠臼，也影响了

相关研究在知识创造方面的贡献与价值。《“花

园城市”》以新加坡为研究对象，透过表象挖掘本

质，对新加坡的管理理念进行了解读和提炼，从而

提出了全新的城市管理“范式”。

二、“超前治理”: 重构城市管理的理念

客观而言，城市居民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需

求一定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一方

面表现在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苛求，如由于居

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在城市固体

废弃物管理方面的硬件设施建设、人力资源投入

等方面的支出持续攀升; 另一方面表现在城市居

民对于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如对城市社会救助

的诉求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日益增强，驱使着政府

将增加就业、提供培训、改善养老服务等内容相继

纳入城市管理的职能范畴。《“花园城市”》一书

以英国 200 年的城市管理发展历程和美国 1890

至 1910 年的“进步运动”为例，详细阐释了居民

需求的这些变化如何驱动着城市管理职能日渐宽

泛，从而导致城市政府对城市公共事务的管理越

来越深化，最终造成了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能超载。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功能的增强，城

市管理的职责范围日益扩大，如在英国，“城市管

理职能不仅覆盖了养老照顾、医疗服务、贫困援

助、失业救济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社会服务，而且提

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4］不断

攀升的公共支出和日益低下的政府机构运行效

率，倒逼着城市政府不断寻求制度创新，以期通过

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的变革缓解职能超载的压

力，这些变革的理论渊源无不是来源于公共管理

学的理论发展。《“花园城市”》一书对于城市管

理的行为逻辑与公共管理的理论演进之间的关联

性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正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

思想的兴起，新公共管理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末开始逐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管理体制机制

改革的理论依据与指导思想，例如竞争机制被引

入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就是基于效率的

考量; 到了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治理理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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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其所倡导的“多中心”与“分权”、鼓励“政—社

合作”，尤其是政府与各种社会公益性组织，甚至

和志愿者个体之间的合作，恰恰是出于应对职能

超载压力而试图向社会分权，缩小政府权力边界

的考虑。在这个“言必称治理”的时代，城市政府

不断向社会组织、居民个体让渡权力，以减少自身

对城市公共事务递送的直接介入，政府逐渐成为

“掌舵者”而不是“划桨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发

达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城市管理制度变迁的

特点就在于通过城市管理部门权力边界的收缩来

平衡因职能边界的拓展而导致的职能超载。英国

20 世纪 70 年代倡导的“赋权社区”计划和 2010

年启动的“大社会”计划无不体现着这些公共管

理思想的精髓。《“花园城市”》一书详细剖析了

这一制度变迁历程，并将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

城市管理模式称为“传统的城市管理范式”。

与传统城市管理范式截然不同的是建立在现

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基础上的新型的城市管理

范式，《“花园城市”》一书将其定义为“现代城市

管理范式”，并深入探究了其行为逻辑，即科学与

管理技术的变革创新了城市管理的技术手段，进

而推动城市管理的理念重构; 建立在 ICT 技术上

的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使科学预测城市未来的发展

态势成为可能，电子政务、数字城管和智慧城市等

管理方式或者概念都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

产生的。具体而言: 一方面，借助 ICT 对地理信息

的清晰标注，城市管理者可以通过电子政务网络

和数字平台轻松地对城市实行远程操控和管理，

智慧城市建设更是通过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而使这种科学化的管理模式上了一个新台阶;

另一方面，海量数据使得现代管理技术有了更大

的用武之地，城市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

和运用，科学预测城市发展和公众需求的特点及

变化趋势。因此，在新技术条件下，城市管理部门

就可以基于未来提前规划和布局城市软硬件公共

服务建设与维护，从而实现城市的“超前治理”，

其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超前治理”的城市管理逻辑框架

本质而言，城市管理应是前瞻性、系统性、整

体性的工作，拘泥于具体问题的滞后性、局部性调

整或改革注定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只有建

立在“超前治理”的理念之上才能综合协调城市

管理各个层面参与主体的行为，建构高效、协同的

城市管理机制。作为全球城市“善治”典范的新

加坡是举世瞩目的“花园城市”，建立在现代科技

发展基础上“超前”的城市管理理念，使其无论是

在规划、建设方面，还是在管理理念与手段方面都

体现出前瞻性和先进性，这些成功经验值得深入

思考和借鉴。

三、“超前治理”的典范: 新加坡城市管

理实践的解读

宜居、宜业、宜游、闻名遐迩的“花园城市”新

加坡正是基于“超前治理”的城市管理理念实现

了城市的“善治”，《“花园城市”》一书将其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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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理手段的超前性、公共政策的超前性、管理机

制的超前性。而富有弹性的、扁平化的城市管理

组织机构和精英团队为“超前治理”提供了支撑

和保障。

1． 基于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规划当前的城市

布局和城市建设

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和空间布局充分体现了超

前的意识。早在 1971 年的概念规划中，新加坡就

着眼于未来 5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态势，基本

框定了整个城市发展的空间区块。1991 年、2001

年和 2011 年的规划都是在没有改变大格局的基

础上进行深化和调整的，从而保证了新加坡城市

发展的一贯性，并且，新加坡每一次的规划调整都

会给未来发展预留空间，确保城市发展的可持续

性。这样的设计如果没有多领域的专家和实践工

作者参与，经过长时间、反复论证是不可能实现

的，这与我国一些城市朝令夕改的短期性规划形

成鲜明对比。

如今，新加坡利用现代管理技术手段预测了

2030 年的城市发展状况、人口规模以及由此而带

来的对住房、交通、教育、医疗、休闲以及供水、供

电等其他基础设施的需求量，反映在 2011 年概念

规划上就是一个精细而又科学的土地供应和基础

设施投资规划。为了提前防止居民不断增加的各

种需求超过城市的承载力，新加坡相关部门对邻

里空间进行了细致而又周密的设计，集居住、就

业、休闲文化、购物生活、医疗养老于一体的复合

功能区，通过改变邻里居民的生活方式，不仅降低

了不必要的通勤量，①而且增进了邻里的活力。

2015 年，新加坡还推出了“空中家园 ( Skyland) ”

规划，按照这一规划，大量的住宅建设和部分工商

业将向空中发展，相应地，大部分防御和储藏空间

将向地下延伸，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立体型的

大都市。按照这样的规划思想，新加坡 2030 年用

于住宅建设和工商业发展的土地占比将由原先方

案的 34%降至 15%，原来规划中占用的新城镇土

地将被大量释放。可见，新加坡基于未来的“空

中家园( Skyland) ”规划充分考虑到了城市可持续

的空间发展，这种立足于土地可持续供给的关于

城市设计日渐受到规划部门的重视( Meijer et al，

2011) 。

2． 基于城市未来的基础设施标准和居民需求

提供软硬件公共服务

高起点、高标准的工程投入确保了新加坡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前性，《“花园城市”》一书将

其概括为“6E”，即技术( Technology) ②、工程( En-

gineering) 、经济( Economic) 、教育( Education) 、执

法( Execution) 和参与 ( Enjoy) ，其英文的第一或

第二个字母都是“E”。［5］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城市

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是实现城市有效管理的基本条

件，新加坡从环境治理、污水处理、垃圾焚化到

“智慧城市”打造，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面

向未来，引入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不惜巨资，建

设最先进的工程，一步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新

加坡是世界上城市基础工程建设投入最大、最先

进的城市之一。《“花园城市”》一书详细解读了

其最为突出的两个工程: 其一，新加坡多雨，为了

及时处理城市废水，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本世纪初

的 30 年里，仅在排水系统工程中就投入了 20 多

亿新元，而最近建成的总投资达 36. 5 亿新元的深

层隧道排污系统，获得了 2008 年“国际水协会”

颁发的项目创新奖，基本上可以满足新加坡未来

的需求; 其二，从 1973 年开始，新加坡经过综合比

较，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建造规模庞大的垃圾焚化

厂，基本上满足了未来垃圾处理的质和量的要求，

如 2000 年建成的大士南垃圾焚化厂其高达 8. 9

亿新元的投资额，不仅是新加坡最大，同时也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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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合理布局城市的共同空间有助于减少城市的通勤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的交通拥堵，相关研究参见: Dulal et al( 2011) 。
早在 20 世纪末，Chakrabarty( 1998) 就强调了技术和工程质量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行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亚洲最大的垃圾焚化厂，可使用至 2030 年。［6］

为了保证这些“超前”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够

契合城市居民的未来需求，新加坡的城市管理以

公众需求为方向标，政府相关部门始终关注着不

断变化着的公众需求，研究需求的特点，并预判需

求的发展趋势，从而针对性地超前规划城市软硬

件服务的供给。新加坡政府通过“民意处理组”、

“议员接待日”以及人民协会的基层网络( 如公民

咨询委员会) 等多种渠道始终保持与公众的密切

联系，广泛收集公众的反馈意见。为了更及时、更

充分地了解民意，政府还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聘

请多家调查公司，其中著名的公司有: Forbe 调查

公司，主要服务于警务部门; NUH Ｒesearch( 新加

坡国立大学健康研究) 调查，主要服务领域是公

众健康; IPSOS 调查，主要了解中小企业( SME) 的

发展与需求; 还有 Nielson、Mediacorp 等相对综合

性的调查公司［7］。这些调查机构已经成为政府

的“眼睛”和“耳朵”，政府根据调查反馈，第一时

间了解居民当前及未来需求，精英领导层作出正

确的预测，并设计和制定相应的政策。当然，在政

策的制定过程中，新加坡政府还会多次召开民意

咨询会，了解公众对现行政策和未来可能实行的

政策的反馈意见。

3． 基于高科技技术实现城市管理的智慧化并

创新城市管理主体的参与模式

以 GIS 技术和 ICT 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城市建

设使新加坡实现了城市管理的“智慧化”。新加

坡“智慧城市”建设首先建基于庞大的城市数据

库系统，而构建这样系统必须依托智能传感设备

将城市所有公共设施物联成网。新加坡是世界上

第一个采用“传感器通信主干网”技术设计的国

家，在全岛的公交车站、公园和交通连接点等公共

空间，密布了用于数据采集的“AG Boxes”传感设

备，为广泛的数据采集提供了后台支撑。接着，新

加坡又开发了包括公共数据和私人数据在内的

“数据市场”( Data Marketplace) ，并打破了数据提

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界面障碍，从而促进数据的

分享和多领域的开发。

一方面，新 加 坡 政 府 适 时 推 出 了“智 慧 国

2015”( iN2015 ) 和“智慧国 2025”( iN2025 ) 两个

十年规划，并基于未来“数据港”( Digital Harbor)

的定位，“建构愿景、传播和建立共识”( Yigitcan-

lar、O’Connor ＆ Westerman，2008) 。在新加坡，每

一座建筑物或者特定区域都有唯一的邮政编码，

大大增强了城市的可识别性。GIS 技术被广泛融

入该国，分别于 2006 年和 2014 年制定的“智慧国

2015”( iN2015 ) 和“智慧国 2025”( iN2025 ) 两个

十年规划中，这两个规划的最终目标就是以现代

科技手段实现“全面物联、充分整合、激励创新、

协同运作”①，促进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

调发展。为了有效地实现城市管理的智慧化，新

加坡政府斥巨资搭建了公众可以广泛参与“虚拟

新加坡”平台。新加坡的智慧社区建设以及健

康、教育领域的信息服务和城市的“智慧地图”等

都可以建构在“虚拟新加坡”平台之上。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智慧城市不仅仅体现于

高科技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建构了

一个开放的系统。智慧城市的关键不在于硬件设

备，而在于“以人为本、惠及民众”，让城市居民能

够“智慧”地参与城市的管理，实现城市管理理念

和手段的创新。在“虚拟新加坡”( Virtual Singa-

pore) 平台上，政府只是起着间接的支持作用，负

责制定规划、搭建平台，投资于技术研发、基础设

施建设和教育培训等领域，而广阔的参与空间则

留给了公众和社会组织。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

以贡献新资料，丰富平台的内容，并享有平台提供

的公共服务。其中的两个问题被反复强调，其一

是服务内容，其二是公众参与问题，“只有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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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IBM 公司的报告:《智慧城市在中国》的白皮书，2013 年 4 月 23 日。



公众参与才能丰富平台的内容，提供更多的信息

资源，从而更多更好地服务公众”［8］。在欧盟启

动的面向知识社会创新 2. 0 的 Living Lab 计划

中，也特别关注围绕市民需求，构建多方共同参与

的、持续的开放创新空间。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新加坡城市管理部门开发的“一联通”( One －

Service) ①，该设备以 ICT 技术为依托，居民可以

充分利用这个数字平台实现广泛地参与。按照设

计者的想法，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反映任何问

题，这些问题可以是具体的城市管理细节，也可以

是城市管理的政策建议，还可以是公众对城市公

共服务的需求，后台系统根据居民反馈的问题进

行预处理，并提交相应部门。新加坡社区事务署

担负着协调的职能，如果居民反映的问题是供水、

清洁、绿化或者虫害等普通的城市管理问题，就可

以直接点击相应图标，上载图片并提交。然后，居

民可以在“追踪个案”栏目中查询相关的工作进

展，以监督有关部门的执行效率。如果居民反映

的问题涉及城市管理的深层次问题，可以直接发

邮件给社区事务署，该机构收集并根据实际情况

分门别类的处理。新加坡的“一联通”在功能上

类似于我国北京市东城区开创的网格化城市管理

中使用的“城管通”，所不同的是，二者的行为逻

辑完全不一样。前者是建立在 ICT 技术平台上的

居民自主、自觉地参与，不仅实现了数字城管的低

成本运作，让“原子化”的城市居民有效、有序地

参与到城市管理的实践中来; 后者则建构在新成

立的一套完整的政府组织之上，不可避免地造成

机构膨胀和行政成本的增加。

4． 管理机制的超前性

新加坡是典型的精英管理型国家，政府部长

和重要骨干成员大都毕业于西方发达国家名校，

对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比较深入，表现在政策制

定和执行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共管理理论的新发

展。如新加坡建构了一套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

志愿者广泛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在社区邻里基

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不仅让邻里更好地参与，而

且这种“集居住、就业、休闲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

邻里环境也避免形成单一的功能区”，从而“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构建了充满活力的邻里家

园”( Ｒoman' czyk，2015) 。在新加坡，很多公共服

务的提供是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或者

是通过政府向私营机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来实

现的，如公共交通服务的供给就有很多私人企业

参与，养老和慈善服务也吸引众多社会机构的参

与，就连建屋发展局( HDB) 主导的公共住房建设

也广泛吸纳社会资本，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公共管

理理论的新思想。新加坡城市管理的组织架构完

全是扁平化的，《“花园城市”》一书将其概括为

“一级政府、二级服务”，居民如果有需求便可直

接与相关的部或者法定机构联系，也可以直接联

系本选区的议员( 议员每周都会在固定时间、固

定地点接待民众来访) 或者社区的服务机构。［9］

四、几点启示

《“花园城市”》一书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

新加坡城市管理的成功经验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

解析，为我国的学术界和实践部门描绘了城市

“善治”的美好蓝图。本文认为该书给予读者的

启示主要有:

1． 城市管理需要有“超前治理”的理念和意

识。新加坡 50 年的城市管理实践让读者看到了

一种新的城市管理理念与范式，即城市管理完全

可以不必是“对于城市居民需求的滞后性回应”，

相反，通过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技术和高科技手段，

预判未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对城市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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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谓“一联通”就是一种直接下载到手机终端的应用软件，用户登记姓名、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等信息之后就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一

联通”账户。具体参见: 徐林． 新加坡“花园城市”． 217 － 219．



的需求，城市政府可以针对性地提前规划和建设

城市的软硬件公共服务，实现城市管理的“超前

治理”。

2． 城市管理应充分利用相关学科领域的成

果。城市管理是综合性、系统性的工作，城市的不

断扩容导致“城市病”问题日益严峻，未来的城市

管理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因此城市管理应综

合利用科学技术、工程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等多领

域的成果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和城市的品质，在破

解“城市病”的过程中实现城市持续、健康发展。

3． 城市管理的核心是城市中的“人”，应让居

民参与渗透到每一个管理环节。城市政府每一个

“超前”的预判都应该建立在对居民需求广泛了

解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充分体现城市中的主

体—“城市居民”的意志，并让其在主动参与城市

管理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才是城市中的“主人”，

而且居民自主参与、自我管理也可以大大节约城

市政府的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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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Governance: Urban Management Concept Formulated
from Modern Science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Platform

—Comments on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of the Garden City:

Wisdom and Practice of Singapore’s Urban Management

YU Min － jiang

Abstract: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especial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management，which to some extent determines the degree and efficiency of urban management． Al-

though the digital urban management arises in China，in strict sense，the government just brought information sys-

tem into its current management track，in which neither the management concepts reformulation nor the mechanism

and process innovation have been achieved． Singapore’s practice of urban management in recent 50 years，has

subverted the inherent thinking that urban management is a lagging response to urban residents’needs． The paper

has introduced the practice of Singapore govern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plans ahead and arranges public service

supply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of advanced governance，by making full use of moder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edict the appeal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and the future socio － eco-

nomic development trends．

Keywords: advanced governance; urban management; concept reformulatio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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